














年简牍总数达 10余万枚 。其主要内容涉及孙吴时期长沙郡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 。
其中 ,最早整理出版的《嘉禾吏民田家 》 ,为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三国孙吴政
权的经济情况提供了直接 、系统且可靠 、详实的材料。对此简牍的主要内容和性质已有学者作





便于探究说明 ,兹选择保存较为完整全面的嘉禾四年合丘男子 和嘉禾五年 丘县吏朱客
两件牍文为例 ,援引如下:①
合丘男子 ,佃田廿处 ,合一顷一十五亩 ,其十二亩二年常限 。其九亩旱 ,亩
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亩 ,亩收米一斛二斗 ,合三斛六斗。亩收布二尺 。其一顷三亩
余力火种田 。其廿五亩旱 ,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七十八亩 ,亩收米四斗五升六合 ,
斛加五升 ,合卅五斛三斗四 升 六合 。合为米卅八斛九斗四升六合 。其三斛六斗税
米 ,四年十二月五日付仓吏郑黑毕 。其卅五斛三斗四升六合租米 ,四年十月十日付仓
·122·
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四·二一三号简;五·三三五号简 ,文物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76 、204页。
吏郑黑毕。凡为布四匹三丈三尺八寸 ,准入米九斛六斗九升 ,四年十月 　日付仓吏
郑黑毕。其旱田亩收钱卅七 ,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六千八百九十一 ,准入米四
斛三斗 ,四年十一月九日付仓吏郑黑毕 。嘉禾 五年三月六日 ,主者史赵野 、张惕 、陈
通校 。
(嘉禾五年) 丘县吏朱客 ,佃田卅八町 ,凡一顷九亩百五十步。其八十九亩百
五十步二年常限 。其五十七亩七十步旱败不收布 。其廿亩余力田 ,为米八斛 ,定收卅
二亩八十步 ,为米卅八斛八斗。凡为米 六斛六斗 ,亩收布二尺 。其米 六斛八斗 ,
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付仓吏张曼 、周栋 。凡为布二匹二丈四尺 ,准入米六斛四斗九升 ,
五年十一月廿日付仓吏张曼 、周栋 。其旱田不收钱 。熟田收钱亩八十 ,凡为钱四千一
百六十 ,五年十一月四日付库吏潘慎。嘉禾六年二月廿日 ,田户曹吏张惕校 。
文物整理组和有关学者通过对这份文书所含经济内容的分析 ,就文书的性质提出了各自
不同的意见。张文彬先生代表文物整理组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序言中
谈到:“《嘉禾吏民田家 》 ,是记录嘉禾四 、五两年临湘一带乡里(丘)吏民佃租田地顷亩数 、旱
熟亩数以及向仓库官吏缴纳米 、钱 、布等租税由田户曹吏核对后制作的总券书”①。邱东联先
生根据券书内容分析了吏民佃田纳租税的整个过程:“在佃户租赁田亩后 ,分别于当年的年底
向官府交纳规定数量的租米 、租布和税钱 ,与此同时 ,官府的仓曹或库曹分别向佃户开出交纳
租税的凭据;佃户再持凭据于翌年年初与田户曹进行核算。”“走马楼的佃田租税简是一种一式
二份或一式多份的经济类券书 ,其中由官府保存的一份 ,内容为佃户向国家交纳租税情况的券
书 ,而另一份(或一联)则由佃户自己保存了 。双方以此为凭据 ,建立租佃关系。”其最后结论
是:“走马楼吴简中的佃田租税券书是孙吴长沙郡官府保存的经济契约合同文书”②。我以为
这一观点自相矛盾 ,说其为“佃户向国家交纳租税情况的券书”还大体正确 ,说其为“经济契约
合同文书” ,“双方以此为凭据 ,建立租佃关系”则为大误 。
一般说来 ,契约是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而确定的法律关系 ,签订于协议行为发生之前 ,
契约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事先作出具体规定 ,双方都要按事先约定履行义务 。契约的内容 ,
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标的 、数量 、质量 、价款或者报酬 、履行期限





麦小[小麦]壹斛 ,就中交付叁亩价讫 。 [其余贰亩]
◆[租]价到六月内分付吏了。若到六月 [不了]






⑤ 池田温:《中国古代の租佃契》 ,第 14页。














夏价小麦汉 陆 半 。到陆月
内 ,偿麦使毕。若过期月不毕 ,壹
月壹 (斛)上 ,生麦壹 。取麦之日 ,使麦
净好。若不净好 ,听向风 取 。田中租
伯役 ,一仰田主了。渠破水 ,一仰租田人了 。
风破水旱 ,随大匕例 。两和立契 ,获
指为信 。“先悔者 ,罚
麦伍硕 ,入不悔人”




上引两件租佃契约文书 ,无论是预付租价 ,还是后付租价 ,其租佃契约的订立都在双方租
佃经济行为发生之前 ,签约之时 ,除了田主与租田人 ,还有保人 、知见人作担保和证明 ,契约文
书的内容不仅包括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和应缴纳的地租数额(价款)及期限 、方式等 ,对租物的
质量也有明文规定;契约对田主和租田人的责权规定甚分明 ,如若主佃双方有任何违反规定的
行为 ,契约中也设有明确的处罚办法 ,以追究违约责任 。这充分表明 ,租佃契约具有法律约束
力 ,其作用是使主佃双方当事人以此为凭证保护和约束彼此经济行为 ,确保契约规定条款的有
效施行。
显然 ,长沙走马楼《嘉禾吏民田家 》在前提条件 、主要内容及作用诸方面都有别于租佃契
约 ,因而不是租佃契约。实际上 ,孙吴长沙郡的官田出租 ,官府与佃户之间也没有订立契约的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 ,文物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271 、272 、294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报告 , 1979年)第 437—444页称同类文书为“纳税钞” 。




◆悦 、参军郭都 、翟怀 、汜延明 ,壬午岁 ◆◆
廿六日入。高昌庚辰岁租粟 ,张 儿捌 (斗),壬午◆◆




参军辛延 高宝 。水未岁四月十一日张相 ◆。
《高昌某人入某年三月剂俗绢 、 等钱残钞》:
岁三月剂俗绢拾肆文 , 壹
壹文 ,唐 、阴伯 、孟斌 、田
入。
从上述三件缴纳租税粟或钱的“税钞”例中可以看出 , “税钞”的主要内容包括租佃人姓名 、
租佃时间 、租税数额及缴纳租税的时间和验收官吏的姓名等 ,恰好与走马楼出土的吏民田家
的内容相一致 ,这也可以证实走马楼的佃田租税简应为“税钞”无疑。





目汇总后上交给田户曹吏进行核校结算的总帐目 ,即年度户别税钞总计。之所以称为“都 ” ,
就是因为它是“别券”的汇总 ,正如《吏民田家 》四·一号:“南乡谨列嘉禾吏民田家 顷亩旱熟
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 ”所示。
二 、《嘉禾吏民田家 》是否一式两份或三份尚难断定
关于《嘉禾吏民田家 》的形制 ,文物工作整理组及一些学者颇有共识 ,基本上认为《嘉禾
吏民田家 》是一式两份或一式三份的券书类型。诸贤具体的分析考察似言之有据 ,但其断言
亦有与实际情况不符之处 。这里拟从“ ”的含义和简牍图版两方面入手加以考证:
《宋本玉篇》 部载:“ ,彼列切 , 移 也 。”① 《释名·释书契》中云:“ ,别也 ,大书中
央破 之也。”在唐代释慧琳撰写的《一切经音义》载“ ”共 7处 ,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经 :
下彼列反 ,案 分别之谓也。”《埤苍》云:“ 谓 分移 之也。”②“受 :变劣反 。案考声切




③ 《一切经音义》卷 75,第 14页 ,其意为“审其善恶” ,则也归为“分别”之意。
《一切经音义》卷 80,第 21页
《龙龛手 》中“ ”的解释与《玉篇》同 , 《说文解字》中无记载。
植 、另外等 。因此 ,一式两份(或三份)的券本可以谓之为“ ” , ①但“ ”又不一定都是一式两
份(或三份)。如预付租价的租佃契 ,订立租佃契约时 ,佃人的义务已尽(已预付租价),而权利
尚未实现;田主的权利已经实现 ,剩下的只是义务。这种场合 ,租佃契约就可以只有一份交佃
人收掌。当然也可以两份 ,分别主佃双方收执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吏民田家 可能也只有一
份。从简牍的内容和形制上获知:佃户在向官府缴纳租税时 ,负责验收的官府仓吏或库吏每一
次都需要发给佃户一份由官府开出的“完纳凭证”作为票据或收执②。官府本身也要留“会计






是根据木牍顶端的合“同”符号可能被破开的情状来分析 ,较为直观 。但从《嘉禾吏民田家 》
简牍图版(编者注:图版示意图从略)所显示出的所谓“同”字符号观察 ,却发现该吏民田家 不
一定是一式两份 。如果是一式两份的简牍券书 ,那么 ,用于标示破 合同的符号(若干横线)或
“同”字 ,就应该写在两简牍的骑缝 ,或横贯两简牍 。无论哪种情况 ,左券的右端和右券的左端 ,
都应有明显的连接符号。然视《嘉禾吏民田家 》图版 ,很多木赎上端的符号 ,横线并未抵边 。
四·二五一与四·二六六是文物整理组《嘉禾四年吏民田家 解题》视为左券的两例 ,然视图版 ,
恐怕不可能 ,因为这两号木牍上端符号两侧都有竖笔(如果其字为“同”字 ,那也就是说“同”字
中之“口”并未一分为二)。四·二七一与四·二九三号木牍 , 《解题》视之为右券之例 ,然视图版 ,
四·二七一号木牍上之“口” ,左侧已有明显收口现象 ,四·二九三号木牍 , “ ”左侧也并未抵边 ,
都很难作为与“左券”拼合的根据。
综上所述 , 《嘉禾吏民田家 》本牍上端的各种符号虽然是从破 符号沿用而来 ,但它是否
果真破 ,还很难说 。其时的各种牒状(如下引广成乡劝农椽区光牒状等),也常有“破 保据”
之语 ,实际上也不一定都真的“破 ” 。因为语言文字的发展常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变化 ,所以
“破 保据”词语作为惯用套语 ,在实际破 习惯已消失或部分消失后 ,仍继续沿用的可能性仍




③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租佃契中也常见类似情况 ,虽然只有一方(未履行义务方)押署 ,或者只有一方出契 ,但契文
中仍有“契行两主 ,画指为信”之类套语。吐鲁番还出土一件纸制的北凉承平八年(450?)翟绍远买婢券(见《吐鲁番出土文
书》第一册第 187页),该契明言:“二主先和后券” ,“民有私要 ,要行二主 ,各自署名为信” 。但实际上 , 二主(卖主与买主)都
不署名 ,而仅有“倩书”署名。而且 ,该契也只有一份 ,由买主翟绍远收执(该契约最后一行即明言:“券唯一支 ,在绍远边”)。
佃户在向官府库吏 、仓吏缴纳米布钱等租税时是否真正收到一份由官吏开出的纳税凭证 ,笔者认为:从长沙走马楼
出土的三国孙吴时期的佃田租税简情况分析 ,百姓应当是收到一份纳税凭证。 而陈明光先生则认为“从汉代简牍中看到的
完纳凭证 ,只是作为官方的会计凭证而置的” ,即“只是官方的一种会计凭证。”又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证 ,认为“到了唐代 ,官
方在某些场合有发给供纳税人收执的完纳凭证。”而官方统一规定的田赋完纳凭证至北宋时方与会计凭证配合使用 ,即“户
钞”。(《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6年 ,第 87—90页。)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正确 ,颇值研究。
所言“一分为二”是指一券一分为两份 ,称为“别( )券” ,《辞源》中释为“契据” ,即“一券分两半 ,双方各执一半” 。
“一式两份”则指两份券书 ,双方各执一券 ,即“傅别” ,《辞源》中释为“券据” ,“相当于后来凭骑缝校对的票据。《周礼·天官·
小宰》 :̀四日听称责以傅别。' 注`傅别 ,谓券书也。 ……傅 , 傅著约束于文书;别 ,别为两 ,两家各得一也。' 又《秋官·士师》 :
`凡以财狱讼者 ,正立以傅别 ,约剂。' 注 :̀傅别 ,中别手书也。' 孙诒让谓 :̀傅别为在票据上手写大字, 从字的中间裂成两份 ,
各执其一 ,合而成为原字。' ”
三 、丘与乡里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
“丘”原为一种自然形成的地貌 ,即“小山丘” ,作为地域单位始于龙山文化末期 ,是原野中
供广大民众居住的台地。在商代 ,丘既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 ,又是军赋的承担者。至西周春
秋时代 ,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 ,成为野中的政权组织 ,如《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
井牧其田野 。九夫为井 ,四井为邑 ,四邑为丘 ,四丘为甸 ,四甸为县 ,四县为都 。以任地事而令
贡赋 。”丘作为井邑之上 、都县甸之下的一级政权管理机构 ,成了征收禾 、刍 、米 、牛 、马 、车等军
赋的最基本单位 。到战国 ,有学者认为“井田制破坏 ,国野制瓦解 ,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 ,丘
被乡取代 ,丘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①。但也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丘”仍存在。② 在秦汉史籍中 ,
很少见到“丘” ,但走马楼吴简显示 , “丘”在三国时期吴国长沙郡仍普遍存在。如前引“上和
丘” 、“ 丘” ,像这样的丘在《吏民田家 》中共有 147个③ ,那么 ,三国时期的“丘”究竟是哪级
乡村基层组织? 它与乡 、里究竟是隶属关系 ,还是平级关系 ?
“丘”与“乡”的关系 ,朱凤瀚曾指出:先秦时期 ,“丘”有可能是里上一级单位 ,犹如乡④。张
怀通也认为:“战国初年的政治经济改革破坏了井田制度 , ……原先存在于国 、野中的两套行政
系统混一 。郡 、县 、乡 、里组成新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 ,丘为乡所取代 ,从此丘便在行政系统
中消失了”⑤。主张“丘”等同于“乡” ,即为平级关系。但因先秦时期史料所限 ,“乡”与“丘”的
关系仅为推论。随着走马楼吴简文书的出土 ,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 ,如在走马楼的
关于官吏出入取予类的简书中多载“武陵乡徐元丘” 、“中乡祭下丘”等 , ⑥ 走马楼出土的名刺
又有:“私学长沙刘阳谢达 ,年卅一 ,居临湘都乡土沂丘”⑦。说明“丘”为“乡”之下一级基层地
域组织。再如 , 《吏民田家 》所列各个丘吏民佃田租税之前曾冠以“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
家别顷亩早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 ” 、“环乐二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别 如牒” 、




“戎里户人公乘何钦 ,年五十五 ,算一 ,刑两足 。” “戎里户人公乘鲁章 ,年 八 ,算一 ,盲右
目。” “常迁里户人公乘何著 ,年五十四 ,算一 ,刑两足 ”。⑧
可见 ,“里”也是三国时期位于“乡”之下的一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 。
那么 ,“丘”与“里”作为乡之下的基层地方组织 ,两者间关系如何呢?张文彬介绍嘉禾吏民














据邱东联不完全统计 , 2 480余枚券书中冠以不同“丘”的不同地名达数百个。
朱凤瀚:《先秦时期的“里” ———关于先秦基层地域组织之发展》 ,《先秦史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7年版。
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 ,《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 1期。
数 、旱熟亩数以及向仓库官吏缴纳米 、钱 、布等租税有田户曹吏核对后制作的总券书”①。其观
点倾向于“丘”即“里” 。而邱东联则以“走马楼简中 ,凡涉及租佃经济关系者 ,均以`丘' 为单位 ,
而有关名籍 、户籍者 ,则均以`里' 为单位”为由得出结论:“`丘' 可能系孙吴官府为有效地劝课
农业 、征收租税而划分的征管区域。”“`里' 更具备政治性的行政区划的性质”②。其观点倾向














择户数为多者计算。 此外 , 由于嘉
禾四 、五年的诸丘 , 有些仅见于嘉禾
四年 , 有些仅见于五年 , 有些同见于
四 、五年两年之 券 , 但其中户主姓
名相同者很少。这种不对应现象表
明 ,走马楼出土的《嘉禾吏民田家







由表 1可知 ,嘉禾四 、五年间各丘户口数在 1—20户者
居多 ,达 126个丘 ,所占券书总丘数的 85.7%,而 21—50户
者总计为 21个丘 ,占总丘数的比例为 14.3%。显然这些比
例数据表明 ,各丘户数多在二 、三十户以内 ,包括四 、五十户
甚至更多户数者应为少数 。这恰好与西周 、春秋时代“丘”
的规模大致相当 。据《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规定的:“九夫
为井 ,四井为邑 ,四邑为丘”计算 ,1 丘有 144 夫 ,而周代上
等之家 7人 3夫 ,下等之家 5 人 2夫 ,那么 ,一丘的户数约
在15—21户间。可见 , “丘”的规模从先秦到三国时期 ,所
含户数多在 20户左右。再看“里” ,据《周礼·遂人》云:“五
家为邻 ,五邻为里” ,不过 , 25家为里的规定仅为《周礼》的
设计。与其同时期的齐国还存在“五十家之里”。实际上 ,
先秦时期的“里”因时地而异 ,无固定标准。秦汉以后 , “里”
转化为基层地方政权以后则形成一定的里制 。如《宋书·州
郡制》载:“汉制 , ……五家为伍 ,伍长主之;二五为什 ,什长
主之;十什为里 ,里魁主之” ,可知汉制一里大约百户。再从
东海郡《集簿》看:西汉元延年间(前 12—前9年)东海郡有170乡 ,2 534里 ,户 266 290 ,口1 397
343。③ 每乡平均有1 566户 ,每里平均约有 105户。至唐代 ,据《唐六典》载乡里制度为“百户
为里 ,百里为乡” ,所以 ,汉唐间“里”含户数约为百户。通过“丘”与“里”两个基层组织比较 ,
“里”所管辖的地域户口数远较“丘”多三至五倍 ,规模要比“丘”大 ,说明“丘”与“里”不可能为平
行关系或“里”的上级管理机构 ,应为“里”之下的又一级基层单位 。
“丘”作为乡村地方组织的基层组织 ,在先秦时期是征收军赋的最基本单位 ,如公元前 590






《尹湾汉墓简牍》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第 77页。
前揭邱东联文 ,第 74页。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张文彬序 ,第 2页。
“丘”为单位;随着春秋末年税制的产生与赋税的合一 , “丘”成为社会变革的起点 ,其在社会政
治 、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行政机构中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都比较强。不过 ,从走
马楼出土的孙吴长沙郡诸丘情况看 , 147个丘数千户吏民 ,只详载各户佃田及缴纳租税等情
况 ,而对于“丘”的组织管理结构则没有反映 ,这说明:或许丘只是乡村的行政区划 ,类似于小自






吏民田家 》记载的官田出租的种类及田租情况 ,列简表 2②:
表 2　 官田出租的田土类别与田租




嘉禾四年:税米免 ,布 0.66 尺 , 钱37钱。
嘉禾五年:免
定收田(熟田)
嘉禾四年:税米 1.2斛 , 布 2 尺 ,钱 90 钱
嘉禾五年:1.2 斛 , 2尺 , 80钱
余力(火种)田
旱败不收田(旱田)
嘉禾四年:租米免 ,布 0.66尺 , 钱 37钱
嘉禾五年:免
定收田(熟田)
嘉禾四年:租米 0.456 斛 ,布 2 尺 ,钱 70 钱
嘉禾五年:0.4 斛 , 2尺 , 80钱
　　在佃田种类中 ,有“限田”名目。从字面理解似为官府限定佃田数额 ,以防止豪强兼并 , ③
如《汉书·食货志)所载:“限民名田 ,以赡不足 ,塞并兼之路。”但《嘉禾吏民田家 》牍书中的“限
田” ,则另有所指 。在“走马楼三国吴简广成乡劝农掾区光牒”中也曾见“限田”一词 ,录文如下:
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例州吏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界
州吏士人 ,父兄子弟合廿三人 。其四人刑踵聋颐病 ,一人夜病物故 ,四人真身已逸 ,及
随本主在官 ,十二人细小 ,一人限田 ,一人先出给县吏。隐核人名年纪相应 ,无有遗
脱。若后为他官所觉 ,光自坐 。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 ,破 保据 。④
从广成乡劝农椽区光牒中乡州吏士人的父兄子弟的情况看 ,似与派差有关:其“刑踵聋颐病”者
不堪派差 , “细小”家口也不堪派差;其“随本主在官”和已“出给县吏”者既已在役 ,亦不能另派
差。据此或可推知 ,此处所言的“限田” ,当非“限民名田”之“限田” ,而类似于差役。那么 ,已承










上引谢达推荐名刺标示谢达所居县 、乡 、丘 ,丘也是作为地名使用。
收是按亩计征 ,租额为每亩 1.2斛米 、2尺布 、70或 80钱的钱①。因孙吴官府按田亩所征收的
布与钱皆可折合成米来缴纳 ,所以根据多数券书可推算出当时米布钱的折算标准为:1尺布=
0.05斛米 ,1 钱 =0.000625 斛米。那么 , “二年常限田”中的“定收田”每亩租额约共计为
1.34375或 1.35斛米。而汉至三国时期的亩产量亦不过 3—4斛(石)谷。如《淮南子·主术训》
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 年)“一人 耒而耕 ,不过十亩 。中田之获 ,卒岁之收 ,不过四十
石。”则淮南水田每亩产稻不及 4 石。② 旱地亩产远较此为低 ,大体上只是亩产一斛上下 。嘉
禾年间临湘一带定收的“二年常限田”的租额达到每亩 1.35斛谷上下 , ③ 如此高的租额 ,只能
推断其为水田。
“余力火种田”亦称“余力田” ,整理组和邱东联都认为是“田家`行有余力'而自行开垦的荒
地” ④。笔者以为 ,“余力火种田”一词中的“余力” ,或与“二年常限田”之“限田”相对 。“火种” ,
刀耕火种之意 ,为山地旱作的农业耕作方式 , “定收”的“余力火种田”租额为:每亩 0.4斛或
0.456斛 、⑤ 布 2尺 、钱70钱或 80钱 ,相当于每亩0.55一 0.6斛。虽不及“定收”的“二年常限
田”租税的一半 ,但亦远较历代民田赋税为高 。⑥ 由此可推断“余力火种田”只能是官田 ,而不
是吏民自行开垦的私田;它是旱田 ,而不是水田。
“余力火种田”和“二年常限田”又都有“旱田”与“熟田”(或曰“定收田”)之分 。确切地讲此






年 、五年均为每亩 1.2斛;“余力火种田”之“定收田”田租额为嘉禾四年的每亩 0.456斛 、嘉禾




表 3　 嘉禾四 、五年间诸丘旱熟田亩及所占比例⑦
时间 旱败不收田(旱田) 定收田(熟田) 旱败不收田占田亩总数的比例
嘉禾四年 8 466亩 2 844 亩 210步 75%








⑦ 表 3中早田 、熟田田亩数字来源于同存于嘉禾四 、五年诸丘的旱熟田亩数。
尹湾汉简《东海郡集簿》显示 ,两汉之际“三十税一”的田租额一般只是每亩 3升上下。
“余力火种田”之“定收田”所收的每亩 0.4斛米或 0.456斛米 ,时称为“税米” 。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 解题》第 71页。前揭邱东联文 ,第 75页。
《嘉禾吏民田家 》虽明言其为“米” ,但从当时当地水田所能达到的亩产看 ,颇疑其为稻谷而非“米” 。
另有一高产特例 ,如《吴志·钟离牧传》载:“少爰居永兴 ,躬自垦田 ,种稻二十余亩 , ……舂所取稻 , 得六十斛米。”若
以种稻 25亩计 ,产谷 120斛 ,亩产谷 4.8斛上下。
“二年常限田”之“定收田”所收的每亩 1.2斛米 ,时称为“税米” 。实即为官田出租的地租 ,亦即租税合一的国有土
地的地租。其时的“亩” ,应为 1亩 240步的“大亩” 。这恰好与杨际平在《唐代尺布 、亩制 、亩产小议》(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96年第 2期)文中指出 , “汉唐间算经与出土文书一概通用 240方步为亩的亩制”相一致。
　　由上述数字分析 ,嘉禾四年长沙郡临湘一带旱败不收田所占比例达 75%,这反映出当年
该地旱情很严重 。嘉禾五年“定收田”(熟田)所占比例较大 ,但旱败不收田仍占 40%。通过比
较可知 ,长沙郡临湘国一带水 、旱田地的丰歉情况主要取决于自然条件 ,如遇干旱之年则农田
严重歉收 ,这也反映出其时当地水利设施还欠发达 ,未能保证旱涝保收。孙吴时期也有六七项
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 ,但主要却是为战略军事防御的国策服务 ,并不是为了恢复发展当地农业







2.从“ ”的含义和《嘉禾吏民田家 》简牍图版所示两方面入手 ,说明它不一定是一式两
份(或三份)的券书。
3.“丘”在三国时期吴国长沙郡 ,仍普遍存在;“丘”应为乡 、里之下又一级基层单位;从功能
上分析 ,或许它只是乡村的行政区划 ,类似于小自然村 ,以标示地名。
4.在官田出租的类别中 ,推断“二年常限田”之“限田”类似于差役;从其租额分析 , “二年
常限田”应为水田 ,而“余力火种田”应为旱田(旱地);称为“熟田”的“定收田” ,指旱田与水田种
有所成者 ,文书中的所谓“旱田”即“旱败不收田” , “旱不收田” ,指旱田与水田中因干旱而严重
歉收者。
但是 ,限于三国时期文献资料的缺乏 ,文书也仅是部分整理出版 , 《嘉禾吏民田家 》中还
有诸多问题仍不能解决。如在租税缴纳中 ,时称“税米”与“租米”应属于封建地租的范畴 ,但其
名称不同 ,究出何因? 其二 ,租税中的“布”与“钱” ,究竟是属于租 ,抑或税 ,目前尚难分辨;其
三 ,为什么嘉禾五年中“二年常限田”与“余力火种田”中的“旱败不收田”租税米布钱全免 ,而嘉
禾四年间仅免米 ,而又收布每亩 0.66尺 ,钱每亩 37钱 ?嘉禾四年间“二年常限田”与“余力火
种田”之“定收田”收钱“亩 70钱” ,而嘉禾五年为“亩 80钱” ,为何有此变动 ,亦有待研究;其四 ,
“余力火种田” 、“定收田” ,其“租米”在嘉禾四年为每亩 0.456斛 ,嘉禾五年为每亩 0.4斛 ,是否
为了免除征收计算的麻烦而至五年改收 4斗 ,还需再考。其五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 与嘉禾五
年吏民田家 同见之“丘” ,为什么其所登录的丘别顷数与户别顷数都不同 ?其六 ,为什么这两
年都未见已纳租税的总计 ,那怕是乡别总计或丘别总计? 等等。总之 ,本文还有许多不足之
处 ,期待时贤的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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